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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市民共同享有的基础性公共资源,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承担着服务日常生

活、增进社会交往、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城市公平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职能,其背后更是映

射了城市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基础动力和深层影响,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 基于社会属性思考,城市公共

空间扮演着社会形态的物质载体、公共领域以及自由权力的对话场域等多重角色,通过物

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关系透视,健康城市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属

性,持续促进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双向良性互动,将空间权力向社会回归,以此捍卫城

市公平正义,让城市公共空间从分化加剧的发展状态沿着良性发展轨迹走向善治。 结合

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与现代化城市治理目标,在梳理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与公共空间

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与治理内涵

分别做出阐述,进而以健康城市治理为导向,从规划意识转型、规划体制建设、规划研究拓

展 3 个层面系统论述公共空间规划的具体响应途径,指出结合城市治理内涵开展公共空

间规划是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的时代所需,是对城市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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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

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

水平,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

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 结合高质量健康

城市建设与现代化社会治理目标思考,作为一

种人人享有的公共资源,城市公共空间是完善

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提

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 深刻认识加

快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亟待进一

步从社会治理视角开展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研

究,助推城市规划工作满足新时期高质量健康

城市建设需求。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实践的创

新发展为建设健康城市贡献了重要力量,但在

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方面,规划体系与治理

体系目前分属两套相对独立的操作系统,长期

以来,二者在目标导向、政策制度以及学术研究

等各个方面的衔接度与融合度仍然较低,这种

状态未能与国际健康城市理念同频发展,与我

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愿景也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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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 对此,笔者梳理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

与城市公共空间健康价值研究进展,结合城市

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背景,从社会属性出发,
分析阐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与治理

内涵,认为需要通过规划意识转型、规划体制建

设、规划研究拓展 3 个方面的共同响应,才能全

面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向治理型规划转型

发展。

一、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与

公共空间健康价值研究

1. 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

公共健康问题向来都是备受城市规划工作

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伦敦、巴黎等城市的历史

发展进程中,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多次暴发推

动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思考,为催生

现代健康城市理念孕育了最初的基础。 20 世

纪以来,通过行之有效的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
城市规划学科建立了通风、日照、环境卫生管理

等一系列城市建设规范,为满足公共健康需求

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1961 年,面对各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对公共

健康带来的诸多挑战和不良影响,世界卫生组

织总结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的相关条件,针
对居住环境提出 “安全性 ( safety)、健康性

(health )、 便 利 性 ( convenience )、 舒 适 性

(amenity)冶四项基本原则,推动公共健康导向的

城市规划研究与城市建设实践进一步深入发展。
1984 年,针对城市居民越来越普遍的亚健

康状态和慢性病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提出

健康城市理念,即健康城市是指从城市规划、建
设到管理各个方面都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保障

广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工作,成为人类社会发展

所必需的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有机

结合的发展整体[2]。 由此而始,世界各国基本

达成一种共识,即健康城市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除了公共卫生等医学领域,健康城市也受到更

广泛的环境因素影响,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

方面面。 为全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如何结合

健康城市理念开展城市规划工作,促进城市空

间、社会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共同发展,成为城市

规划学科需要面对的新战略议题。

1996 年,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推广健康

城市项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健康城市 10
条标准冶 [3]和由 12 个方面、338 项指标组成的

健康城市评价体系,其成了国内外各大城市测

评健康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参照。 从“健康城

市 10 条标准冶的具体内容看,其中 4 条标准与

公共空间直接相关淤,由此充分体现了公共空

间对于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价值。
2011 年,联合国人居署通过《关于通过发

展公共空间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第 23 / 4 号

决议》,公共空间正式成为促进健康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此后,2015 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峰会出台的《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 2016 年联合国“人居

三冶会议颁布的《新城市议程》中,“向所有人提

供安全、包容、无障碍、绿色的公共空间冶 [4] 被

进一步确定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图 1)。

淤从“健康城市 10 条标准冶的具体内容来看,城市公共空

间与以下 4 条标准直接相关: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各种娱乐

和休闲活动场所,可使市民一道参与制定涉及他们日常生活,

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便于市民选择利于健康行为

的权利,有助于人们更健康长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

通过脉络梳理可见,半个多世纪以来,健康

城市经历了一个理念、内涵和实践不断发展的

动态过程,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公共空间对支

持健康城市建设的积极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作

为保障市民健康生活基本需求的一项基础性公

共资源,公共空间的发展水平已经被纳入健康

城市评价体系,成为考核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重要指标,促进公共空间高质量发展业已成

为健康城市建设的新导向与新战略。
2. 公共空间健康价值研究

上升为全球性的健康城市战略以来,国内

外学界对公共空间健康价值的关注度不断提

升,众多学者开展的研究成果表明,进入公共空

间可以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明显的健康益处,因
适宜步行及开展各种形式的休闲活动,公共空

间能够有效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率,因便于组

织丰富多样的社交活动,公共空间在促进居民

心理健康方面也具有显著作用[5鄄9]。 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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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

已发现,城市公共空间对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
升公共健康水平的积极影响已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可。
综合文献分析可知,国内学者对公共空间

健康价值的探讨以城市绿地为主要研究对象,
可分为环境健康与社会健康两大主要方向。 在

环境健康方向,张呈祥等对城市绿地生态服务

价值的论证分析[10鄄11],乔雪等对城市绿地消减

环境污染的案例研究[12鄄13],为进一步提高城市

绿地的环境健康效益贡献了新视角;在社会健

康方向,肖华斌等梳理了国内外城市绿地影响

居民健康的研究进展[14鄄15],王兰等开展了城市

绿地与居民身心健康的关联性分析[16] 以及健

康城市治理模式演进等研究[17],产出了一系列

学术成果,是该方向为数不多的代表性学者。
总体而言,健康城市理念引入国内后,公共空间

健康价值研究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学者

多以城市绿地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生态效益为

主要价值导向,以不同角度的环境健康评估为

主要研究内容,与之相比,公共空间社会健康视

角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二是较之以

城市空间结构、功能规划为主导的传统型研究

内容,从健康城市视角切入对城市公共空间规

划进行治理研究的学术成果仍十分匮乏。

二、健康城市治理视角的公共空间规划

思考

淤城市建成环境领域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主要源于西方现

代社会学科的公共领域研究。 18 世纪起,以康德为代表的近

现代哲学家对于公共性的哲学思考为公共空间作为现代学术

名词的出现孕育了最初的基础。 20 世纪中期以来,阿伦特、哈

贝马斯等社会学家对公共领域的理论探索在当代西方学术界

产生了广泛影响力,其研究思想是规划学界开展城市公共空

间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

1. 公共空间的基本属性

公共空间最早出现在哲学家、政治理论学

家阿伦特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著作《人的境

况》,其是一个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的现代专业

名词。 实际上,阿伦特之前的哲学家康德以及

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等诸多学者对公共

领域的不断思考,都为现代公共空间概念的出

现孕育了理论思想基础淤。 阿伦特曾指出,无
论是探讨公共领域的历史轨迹还是思想含义,
都需要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比较中进

行[18]。 从根本上说,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

层通过争夺土地空间积累社会资源、获取权力

资本,在斗争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

妥协形成公共地带,塑造了公共空间的形态、内
涵及特征,这是城市公共空间形成、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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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动力。 由此可见,公共空间是一种与私有

空间相对应的空间概念淤,正是因为蕴涵了公

共领域这一权力认知基础,公共空间才具备了

比其他城市空间更为突出的社会属性。 也就是

说,“公共冶这一关键词显示了公共空间不同于

其他城市空间的特有内涵,只有引入社会学范

畴的公共领域概念,才能准确阐释公共空间的本

质属性。 受不同国情制度的影响,尽管各国学者

对公共空间概念的理解及其空间类型的界定有

所差别,但在本质上,公共空间是一种社会共有

与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具有承载社会生活、共
同价值的沟通交流以及市民因彼此共存、互相交

融而激发的广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意义,这
一基本的空间属性已被各个学科广泛认同[18]。

就基本属性而言,城市公共空间的构成要

素涵盖了街道、广场、公园绿地等城市中的各类

公共活动场所,这些空间以丰富的功能形式和

系统化的组织方式广泛存在于城市建成环境,
成为城市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

时,城市公共空间也是社会结构与城市空间不

断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城市空间形态对特定社

会组织形式的投射。 作为社会空间的一种具体

呈现形式,公共空间与社会网络相互建构,不可

分割,因此说,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结构息息相

关,是促进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因

为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得城市公共

空间的治理潜能具备无限延展的可能性。
2. 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社会学背景及其价

值取向

联合国人居署认为,城市善治包括公共资

源配置的公平性,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效率

性,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免于环境灾害、犯罪和

管理决策不良后果的安全性等内容[19],这些善

治内容是一座城市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动

力。 世界卫生组织将城市健康治理定义为,各
级政府推动卫生部门、非卫生部门、公共和私营

部门以及公民为实现共同的健康和福祉所采取

的联合行动[20]。 要实现上述治理内容和治理

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建构健康的公共空间关系

是一项重要前提,因为只有构筑一个科学合理

的公共空间系统,才能为一座城市的公平、安
全、高效运转创造必备条件。 而城市发展的现

实情况,正如列斐伏尔以权力与空间的辩证关

系为基础,在社会结构中发现的无法回避的空

间矛盾,长期以来,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公共政

策表现出为资本扩张服务的显著趋势,侵蚀城

市空间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大量原本属

于公共领域的城市空间被私有化开发,导致公

共利益受损、公共秩序混乱、社会阶层矛盾不断

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对城市健康发展产生严

重负面影响。 对此,索亚强调,关于城市权的斗

争不能仅限于抵制资本主义的斗争,要认识到

影响城市空间的多种力量[21]。 可以说,不断激

化的城市空间矛盾、城市社会学家的空间批判

浪潮,共同推动西方大规模的城市社会运动得

以迅猛发展。

淤从空间所有权、空间使用权以及空间访问权等不同视

角出发,公共空间拥有不同的概念解释。 例如,有学者将公共

空间定义为“不受个人或组织控制,对公众开放的空间冶,其描

述兼顾空间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双重公共性判定;也有学者将

公共空间定义为“能够无障碍进入的集体或个人活动的场

所冶,其描述侧重于空间使用权的开放性界定;相对而言,城市

空间的访问权、使用权以及相应的行为权力对界定公共空间

属性更具参照意义。

梳理城市社会学理论背景可知,以福柯搭

建的“生命政治—空间治理冶框架为基础,列斐

伏尔提炼了城市空间批判与城市空间生产的理

论雏形;以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为基础,哈
维也强调空间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城

市空间理解资本社会的运作规律;戈夫曼进一

步利用“前台( front)冶 “后台 ( backstage)冶 “局
外区域( outside region)冶等一系列概念勾勒了

一种更清晰的社会空间视角,深入探讨了社会

空间的制度特征及其与行动者的互动联系;吉
登斯也认为空间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一种

人类社会实践创造和重塑的产物,是社会行动

的重要维度之一,其既影响了社会行动的发生,
同时也受社会行动的影响而改变。 索亚更是直

接指出,已然进入后现代的“后大都市冶无异于

一个又一个“监禁城冶的集合,它是“一个规范

化封闭体的群岛和被包围的空间,它有意和无

意地把个人和团体互相阻隔在一个可见或不太

可见的城市孤岛上,并受到经过重组的公共和

私人权力或权威的监督冶 [21]。 显而易见,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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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强势操控下,城市空间的

“社会生产结果冶取代了时间主导的“自然演进

结果冶,在现代社会,城市公共空间呈现的结构失

序状态与理想的健康城市发展愿景相去甚远。
集合以上思想观点希望说明的是,以列斐

伏尔、索亚等为代表,城市社会学家对抽象空间

的关注、分析和批判,以及进一步对政治社会关

系、空间生产理论的辩证理解与深入阐释,主要

围绕社会空间概念展开,当这种强大的思维力

量产生广泛影响后,公共空间概念开始进入城

市规划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并迅速受到高度关

注,成为城市规划学科的热点议题,由此引发了

一系列城市建设实际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思考

与探索。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城市社会学领

域的理论思想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转向冶,
这种转向指导并深刻影响着城市公共空间理论

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发展轨迹。 透过一系列空间

生产理论的批判性思维不难发现,城市公共空

间与社会阶层利益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

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权力施展的场所和载

体,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集中表现。 为抵抗和修

正资本异化、维护空间正义与社会公平,城市公

共空间规划的核心价值取向应该是在社会结构

层面改善资源配置的传统分配机制,在治理实

践层面优化调整既有制度体系主导的空间权力

关系,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与科学管控,有效缓解现代城市空间剧烈重构

过程中不断加剧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为协

调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系列实际

问题提供操作方案。
3. 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治理内涵

正如引言所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

治理能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作为与城市居民连接最紧

密的公共场所,公共空间是人们享受美好城市

生活的重要载体。 在城市空间层级体系中,公
共空间是中观层面的城市治理要素,对创新城

市空间治理范式具有较强的适配性和可行性,
结合空间功能、空间布局、空间结构等规划内容

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治理创新,有助于提高城

市现代化治理水平,是促进城市空间走向善治

的路径回应。
立足基本属性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治理城

市公共空间需要将规划作为操作平台,通盘考

虑、综合协调公共空间的权力、价值、结构以及

相关影响因素等各项治理内容,对城市公共空

间分配机制做出适应性调整,将规划体系塑造

为平衡不同社会阶层空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治理

载体,以此协调城市公平、社会包容、公众福祉

等多边关系,为整体推进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

发挥关键作用。 由此思考公共空间规划,应该

是一种引领城市社会健康发展的治理型规划。
理解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要建立起一种新的治

理概念,就不能将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简单地理

解为一种管控城市物质空间发展的技术工具,
更不能将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从社会发展、阶层

融合、民主进步等多重治理网络中剥离出来单

独对待,要想达成综合性的城市治理目标,就必

须将传统规划定义为新的空间治理规划,将城

市公共空间规划放置在一个治理内涵及其概念

框架之下进行创新探索。
反向思考,为了使城市规划系统以更有效

的方式应对诸多城市治理挑战,也需要将规划

与治理视为一种有机结合的整体,朝着空间治

理的方向进行更广泛的规划要素重组,打破治

理措施与规划策略之间的分离关系,填补规划

内容与治理内容之间的空白地带,将多头、分
散、流动的治理过程进行整合,依托规划平台把

相关治理政策关联起来,以此应对充满动态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城市治理挑战。

以 2019 年 12 月编制完成的《北京城市公

共空间发展纲要研究》 (以下简称《纲要》)为

例,其开篇即明确指出,新时代的城市规划工作

已经从工程建设向空间治理转变,以空间治理

视角指导北京市各类公共空间的标准制定、规
划设计、建设管理和运营维护,近期建立全生命

周期的一体化治理机制,远期探索公共空间共

建共治共享模式,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治理

提供行动指引,使公共空间真正成为首都现代

化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与核心资源。 《纲
要》探索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治理机制,充分体

现了公共空间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内容的

创新发展(图 2),展现了公共空间规划 4 个方

面的战略转型,即从“城市建设的附属要素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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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冶转变,从“重视物质环

境改善冶向“关注人的生活需求和引导生活方

式冶转变,从“单一性的规划建设管控冶向“全流

程一体化空间管控冶转变,从“提供公共服务的

配套设施冶向“构建城市治理的重要载体冶转变。

图 2摇 《北京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纲要研究》的
空间治理思维

结合理论实践进一步思考,富有成效的规

划创新离不开与治理联动发展。 将规划平台与

治理内涵联系起来,规划目标与治理目标具备

共同的价值指向,规划过程能够融入治理过程,
规划结果可以成为治理方案的有效实现途径。
有必要指出,作为城市治理平台的规划实践应

该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二者的关联性建

构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的发展过程。 就目前的基

础条件而言,规划体系与治理体系长期分属两

个相对独立的操作系统,在相对分离的状态下,
要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全面融入城市治理体

系,尚需从规划意识转型、规划体制改革、规划

研究拓展 3 个层面同时做出行动回应。

三、健康城市治理导向的

公共空间规划响应

1. 规划意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
我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如何充分发挥城

市空间的环境治理效能成为各大城市编制城市

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 较长一段时期内,城市

公共空间的社会健康价值未受到足够关注。 以

城市绿地考核标准为例, 1979 年至今,我国主

要以三项指标(城市绿地率、城市绿化覆盖率、
城市人均绿地面积)考察城市绿化水平,这三

项指标对评价城市绿地这一特定类型的公共空

间发展规模具有实际意义,但在评判城市公共

空间社会服务功能方面则难以发挥参考价值。
实现规划意识的转型是建设高质量健康城市的

先决条件。 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各界对城市

环境问题的理解程度存在差异,环境治理在国

家中心工作中的位置也存在显著区别[22]。 经

过 40 余年的大力建设,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放

缓,开始进入城市更新的历史性变革阶段,健康

城市建设也相应地转向环境健康与社会健康并

重的新发展时期。
如前文所述,因含有“公共领域冶这一社会

形态概念,城市公共空间具有更突出的社会属

性,是城市社会健康生长、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

社会学视阈出发,城市公共空间体系承载了与

物质空间形态相适应的隐性社会网络体系,能
够影响和反映一座城市的社会结构特征与空间

正义水平。 现阶段,城市空间的社会分化、阶层

极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矛

盾,如果不能将其纳入公共空间的研究视野,城
市治理就很难建立物质空间与社会发展的内在

交互关系。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公共资源全民

共享、阶层利益平等分配是健康城市理念的重

要内涵,健康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在

城市规划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公共健康发展的

社会影响因素,并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公平问

题。 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产出受资源分配方

式、阶层分布状态、空间行为特征等诸多社会因

素影响。 作为创造公平、人性化社会环境的重

要城市空间,为了确保不同阶层能够共同分享

更高水平的社会健康效益,实施城市公共空间

规划需要建立在两个方面的认知基础之上:一
是对公共空间内涵及其价值的认识要从物质空

间概念转向社会空间概念,从关注环境健康效

益转向环境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综合性健康价值

利用;二是对公共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要从

聚焦数量与规模拓展转向公共权利视阈下的资

源分配与资源共享方向。
综上所述,公共空间是具有典型社会属性

的城市空间,只有兼顾实体空间与社会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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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内涵,才能构建城市空间与社会系统的结

构关联性,为协调社会矛盾提供解决方案与操

作途径。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科学有效的规划

调控,公共空间能够对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但实施公共空间规划须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是突破传统认知思维,找准规划定位,以社会

空间治理为目标导向促进规划意识转型发展。
2. 规划体制改革

图 3摇 我国城市绿地分类体系与专项规划机制建设历程

淤2002 年,《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试行)》首次明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地位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专业规划,是对城市

总体规划的深化和细化,规划成果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加以落实,这一定位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确立了其在我国城市规划体制中的

法定地位。
于目前,住建部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鄄2011)是我国各类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的主要技术

依据。 虽然 2011 版新标准对 1990 版旧标准做了部分用地类别调整,但总体来说仍然保持了以土地属性分类为基础的城市用地分

类体系。
盂2013 年 9 月 26 日,经陕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陕西省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条例》是城市公共空间管

理地方立法的全国首创。
榆以墨尔本为例,自 20 世纪80 年代编制城市公共空间专项规划以来,墨尔本建立了五级制的公共空间网络体系,逐渐形成了

从战略发展规划到分区实施计划的专项规划机制,对构建完善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规划体制建设需要与时代同步发展,
以更好地适应城市治理新需求与新要求。 以城

市绿地系统规划为例,我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引入的苏联城市游憩绿地

规划方法[23]。 经历一段时期的实践探索后,20
世纪 90 年代初,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开始作为城

市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进行独立编制[24]。
2001 年,国务院颁布《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纲要(试行)》,确立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城

市规划体制中的法定地位[25],标志着我国正式

形成立法地位明确的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制

度淤。 在开展规划实践的同时,我国城市绿地分

类体系经过多次修订调整也基本成型。 目前,虽
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城市

绿化条例》等国家法规、行业标准制定的分类内

容略有差别,但在分类方法上,以土地属性为基

础的分类体系一以贯之于,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的编制与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图 3)。
较之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制度的完善发展,

截至目前,国家及行业层面仍未出台城市公共

空间规划相关的专项法律、行政法规与技术标

准,城市公共空间的属性内涵、构成要素尚未得

到明确界定,城市公共空间专项规划仍处于缺

位状态。 在地方层面,2013 年出台的《陕西省

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条例》是我国第一部针对城

市公共空间管理的地方立法盂,其中针对公共

空间规划建设问题制定了相应规范。 但作为一

种地方性管理条例,其法律地位相对较低,对城

市公共空间规划的实际性指导作用有限。 分析

国外情况可知,伦敦、墨尔本等国际城市开展的

公共空间规划(或称公共开放空间规划、开放

空间规划)已基本形成了总体战略规划—专项

发展规划—分区实施计划的完整规划体系榆。
与此同时,相关规划内容不但涵盖了城市绿地

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还囊括了各级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私人所有但面向全社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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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公共文化设施、休闲娱乐场所等各类公共

空间,这为构建多元、开放、共享的城市空间系

统和建设更公平、更人性化的宜居城市发挥了

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首先,由于规划内容涉及面较广,城市总体

规划很难对公共空间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与此同时,受用地类型所限,当前的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又难以兼顾所有的公共空间类型。 结合

我国构建“五级三类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新契

机,以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项规范标准为前提,建
议将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纳入“五级规划冶中的

市、县两级规划体系,并作为“三类规划冶中的

法定专项规划进行单独编制,使公共空间规划

成为城市总体规划的详细规划和有益补充,为
推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提供规划制度支持。

其次,结合现代化治理目标与国内外先进

经验思考,公共空间规划机制建设需要体现两

个方面的内容创新:一方面,规划体系要突破物

质空间规划的固有领地,将专业性的规划设计

策略与现代化的空间治理手段相结合,构建规

划、建设、运维、管理四位一体的全流程协同治

理体系,科学组织公共空间的多元社会服务功

能,充分发挥公共空间的综合价值效应。 另一

方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的基础物质保障[26],重大灾害的冲击及其

应对是带动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提升的脉冲型

推动力[27]。 由此,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内容还

要前瞻性地谋划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资源调

配能力与服务保障功能,每座城市有必要建立

涵盖市级、区级、街道 3 个层级的城市公共空间

体系,研究制定科学高效的公共空间治理方案,
既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公共空间在常态化时期

的各项公共服务职能,同时也要制定应急管理

预案,调动公共空间在特殊时期的临时性功能,
辅助政府职能部门有效降低城市健康风险

系数。
最后,建立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制度的根本

导向,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因此,编制城市公共空间规划

要兼顾战略性与可实施性,不仅要通过顶层设

计尽快形成空间治理的逻辑框架,确定空间发

展的总体方向及原则,制定出“底线约束、内涵

发展、弹性适应冶的纲领性规划策略,更要研究

制定出具有高度适配性的空间治理模式,对体

制、政策、规范、技术进行全流程改革创新,制定

出全方位、系统性的规划管控内容。 例如,要以

空间治理视角提炼规划要素,统筹盘点公共空

间资源,充分挖掘公共空间发展潜力,以建设均

等化、网络化的公共空间系统为目标,制定标准

规范,构建指标体系,明确公共空间用地指标与

技术标准,确定公共空间结构体系与发展时序,
为后续建设管理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引。

3. 规划研究拓展

淤可达性(Accessibility)是指居民克服距离、时间和费用

等阻力因素,到达某一服务设施或活动场所的愿望和能力的

定量表达。 可达性公平指居民距离特定空间的分离度或接近

度,通过某种可达性计算方法来表达人(多用空间单元位置表

示)到活动空间的距离或时间的平等性。 可达性理念及其测

度方法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探讨城市空间布局的公平性,例如

城市绿地的数量、规模、布局等方面的公平性,多数研究基于居

民居住地与绿地之间的通行距离、通行时间评估城市绿地可达

性水平。 近年来,可达性涵义进一步拓展至居民收入、交通成

本,以及人口密度、社会阶层等其他因素,以支撑学者进一步从

多维视角对城市绿地可达性公平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探索。

当前,探索各类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是健

康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20 世纪 70
年代,源自美国的可达性概念引入建成环境领

域,迅速发展成为探讨城市空间布局的一种主

流研究方法淤。 在可达性理论及其计算方法的

支持下,西方学界率先开始关注城市公共空间

对居民服务的影响机制,其中怀特等学者较早

利用可达性方法对城市公共空间布局问题进行

实证探索,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

广泛影响[28鄄30]。 近年来,结合研究方法创新,
泰伦以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乔治亚州梅肯等

城市为案例, 将城市空间结构与人口、社会、经
济因子的空间分布状态相结合, 对公共空间布

局与社会公平的内在关联性展开更深入的探

讨[31];沃尔奇等进一步指出,除可达性以外,居
民的社交活动需求等因素也应作为衡量公共空

间资源配置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32]。 总体而

言,可达性理论及其技术方法为深化理解公共

空间与居民福祉的交互关系提供了科学依

据[33],直到今天,可达性研究仍是测度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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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布局合理性的主流方法。
1994 年,我国开始了健康城市建设探索之

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探讨也随之展

开[34]。 经过快速城市化进程,我国的城市空间

格局已基本定型,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更

科学地利用公共空间满足城市居民更高质量的

健康发展需求,这一现实诉求不仅与空间可达

性相关,更与城市空间的现代化治理水平紧密

相关,而目前该领域研究基础匮乏,亟待进一步

拓展。 由于难以对公共空间的内在社会发展动

力进一步做出解释,可达性理论及其技术方法

已表现出明显的研究局限性,健康城市的全面

发展迫切需要对城市空间治理模式展开进一步

的深入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探讨城市公共空

间的现代化治理诉求,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公共

空间在促进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价

值,为科学规划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发展

的健康城市提供理论支持。
基础研究是助推健康城市理论实践不断深

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相较于传统的粗放型管理

模式,公共空间规划应该是基于鲜明的治理理

念,蕴含着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方法创新的一

种新型治理形态[35]。 在土地高度市场化的今

天,我国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社会矛盾

更加多元化,基层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强烈诉

求与日俱增[36],在这种趋势下,城市公共空间

的研究重任是要揭示出空间权力结构的运作方

式和控制规律,进而探索出科学的公共空间治

理方案,为协调城市空间供需错位、空间权力博

弈等一系列社会矛盾提供决策参考。 然而,正
是由于缺少相应的理论支持,在实际操作层面,
在如何解释、怎样解决公共空间治理问题的诸

多方面,国内城市不仅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
实践过程中更因缺乏理论指导而受到极大的局

限性。
制定精准的治理目标是公共空间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首先要认识到,通过一系

列的规划管控和技术手段,现代社会迅速构建

起一种超越传统的空间控制系统,这种系统渗

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将人置于一种被严密规划

的空间环境,由此对公共行为,甚至潜在的公共

意识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实现规划工具,特别

是工具背后权力主体对个体的支配和控制。 布

迪厄的空间理论就建立在场域、资本和实践基

础之上,这里的场域就是附带一定权力、资本力

量形成的争夺性空间,场域占据者利用各种策

略保证或改善其在场域中的有利位置,斗争策

略是否成功取决于其获得的场域位置和规模,
即特定权力资本的空间分配结果。 认识到这一

点就不难发现,在治理目标上,空间治理呈现为

一系列规范空间权力主体行为的制度、规则和

手段[37]。
从学科交叉层面来说,不同学科之间的融

会贯通是现代学术研究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普

遍趋势,其显著优势是能够融合不同学科的研

究范式并推动实践问题获得新的解决方案。 城

市社会学领域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从抽象内

涵、价值理论、体制机制等角度进行探讨,但是

社会学领域并不担负实体空间规划建设的责

任,而城乡规划学领域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

从空间本体的形态、结构、功能等角度展开,虽
具备实际操作的实践能力,却欠缺对空间社会

问题的思考和社会影响机制的探寻。 城市公共

空间的建构需要通过城乡规划学与城市社会学

的交叉融合促进研究拓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
只有吸纳社会治理的外部理论知识体系,并结

合自身的理论技术方法对其进行创新应用,才
能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规划成为协调权力主体行

为的有效工具(图 4)。
在治理内容方面,还需强调社会结构和权

力关系的深层影响,因为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

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的场所和载体。
相较于以空间功能布局为核心导向的传统型规

划,对空间制度、空间权力以及公共行为的科学

化、规范化、精细化管控是治理型规划需要创新

拓展的新研究内容。 治理理论的核心在于协调

城市在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过程中政府、市场、
社会多元主体的责权关系,在治理方式上是一

种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政府、市场、社会是公

共空间价值的共同受益主体,与土地使用权私

有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同,公共空间最大的治

理突破点应该是纳入满足人民群众空间发展诉

求的技术程序与操作方法,以此弥补传统城市

规划在公共治理参与方面的缺失,实现以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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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城市空间规划与社会治理研究交叉拓展

共治为基础的治理方式改革。 只有将治理主体

从一元化的政府主体转向多元化的共同利益主

体,研究规划参与的民主化特点以及多方合作的

规划方式,才能真正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主

体共建、共治、共享公共空间的新规划机制。
综上所述,从社会治理视角出发,城市公共

空间规划研究包含双重要义:一是由于公共空

间与公民权利存在内在关联性,公共空间治理

需要保障市民共享城市空间资源的机会平等,
需要通过空间再分配弱化空间权利、公共资产

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的不平等状态,这就要求城

市公共空间规划不仅要承袭传统规划内容,其
主要职责还需要包含以一系列空间权力规范为

基础的治理规则,由此明确公共空间的治理原

则、治理目标、治理范式,并将其转化成系统性

的规划政策及其相应的技术规范;二是在城市

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前提条件下,我国的

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对空

间使用权进行博弈的具体反映。 因此,公共空

间规划研究还应当纳入利益主体对空间使用行

为规范的引导、规划、管理等相关内容。
总结前文观点,城市公共空间是由政治权

力关系建构的,反映社会结构的一种具体空间

形态。 城市公共空间既是一种建成环境,更是

一种社会空间,市场机制和政治权力的交织,对
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控制,推动城市空间不断被

生产和再生产,相应地,公共空间也不断被重构

和重组,其中必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排

斥,这既是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结

果。 从“空间规划研究冶到“空间治理研究冶,实
现城市环境治理向社会健康治理全面转型,不
仅是健康城市内涵提升的具体表现,也是推进

城市空间研究社会转向的全新课题。 面对空间

权力规范、社会行为约束、治理方式创新等一系

列研究空白,学界需要将公共空间治理视为一

项长期性的学术研究使命,通过理论探索与实

践回应助推公共空间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服
务城市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结摇 语

健康城市理念引入国内已二十余年,由于

基础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如

何响应社会治理需求,现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

索仍然十分薄弱。 公共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推

动着理论更新,由此形成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

交叠嵌套的变迁逻辑[38]。 从健康城市治理视

角开展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应该是一种通过规

划平台促进治理范式发展演进的实践探索,是
城市规划体现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概念的创新

举措。
以进一步提升健康城市发展水平为目标,

助力城市公共空间现代化治理转型的重要前提

是准确理解公共空间的内涵属性与规划定位,
进而以社会空间治理为价值导向、以专项规划

制度为基本保障、以基础研究拓展为内生动力,
推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创新发展。 在健康价值

认知层面,从侧重追求生态环境效益转向注重

环境与社会健康效益的共同发展;在体制建设

层面,尽快形成与新时代城市治理需求相匹配

的规划制度体系;在基础研究层面,从相对传统

的实体空间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公共空间与社会

结构、权力运作、行为模式的多维交互关系研究,
其总体理想愿景,是确立以城市命运共同体为根

本基础的新规划价值观,创造能够更好地服务于

公共健康发展的高质量城市公共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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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City Governance Oriented Public Space Planning Response / WANG Zhugen1,2, LI Xiaolei1,
LI Baihao3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China; 2. China
Urban鄄townization Promotion Council, Beijing 100045, China; 3.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public resource shared by citizens, urban public space undertakes a series
of functions such as serving daily life, enhancing social interaction, stimulating social vitality, and
promoting equitable cit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on account of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ocial structure, urban public space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attributes, urban public space plays multiple roles such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social form,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freedom and power dialogue field for citiz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teri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ity
needs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urban public space, promote the two鄄way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pat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return spatial power to society, in order to
defend urban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enable urban public space to move from a state of intensified
differentiation to a trajectory of benign development towards good governance. Comb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鄄quality healthy city and the upgradation of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capabilit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y city concept and the study of public space values, analyses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of public space, as well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governance connota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planning,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response ways of urban public space
plan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city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planning value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system reformation and planning research expansion. Based on this knowledg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etting up urban public space planning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high鄄quality healthy city construction, but also the approach to promoting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capability.
Key words: healthy city; urban governance; public space; social space; urban public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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